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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繼「非典」之後再次使訊息疫情成為全球治理的共同難

題。社交媒體加劇了海量虛假資訊與有限的抵抗軍之間的兵力懸殊。

兼具醫學知識和新媒體技能的醫學生是潛在的虛假資訊抵抗力量，對

他們應對行為的研究能夠為訊息疫情治理提供新思路。本研究對華中

地區某大學醫學院的1,500名醫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呈現了他們使用社

交媒體「主動對抗」和「被動防禦」虛假資訊的心理機制。研究基於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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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迴避理論框架展開探討，發現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醫學資訊網站

使用通過影響醫學生有關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間接影響

其對虛假資訊的主動對抗與被動防禦的行為取向。此外，我們也探究

了媒介使用與虛假訊息應對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是否受到集體主義的

調節。本研究豐富了動員具備科學知識的「Z世代」參與訊息疫情治理

的理論視角，拓展了社會合力促進「全健康」理念在中國實現的可行路

徑，科學化、精準化了智能傳播時代管理者應對訊息疫情的治理模式。

關鍵詞：虛假資訊、醫學生、趨近－迴避框架、社交媒體、集體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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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VID-19 once again presents the infodemic as a worldwide problem 

after the outbreak of SARS. We are making progress in the fight against health-

related misinformation, but mass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engagement are far 

from adequate. With a focus on medical students—who are pre-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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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bove-average medical knowledge, our study applies the approach-

avoidance model of coping to examin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y engaged in active or passive defense against misinformation in the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A survey of 1,500 medical students revealed that the 

use of general social media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site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ir perceptions of threat and efficacy related to misinformation. Moreover, 

we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these perception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dia use and actions against misinformation were 

moderated by collectivism.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obilizing Generation Z with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ght 

against misinformation, expands the path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one health,” 

and improv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infodemic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Keywords: misinformation, medical students, approach-avoidance framework, 

social media, colle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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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傳播技術革命推動和實現了社交媒體與日常生活的嵌融，人們傳

遞與獲取資訊的方式因之發生巨變（Xiao et al., 2021）。社群媒體在新

冠肺炎流行期間於訊息接收與傳遞上有重要的功能（陳憶寧，2023），

但虛假資訊特別是健康虛假資訊也因而疾速滋生，導致「訊息疫情」的

治理難度與日驟增。這不僅極大威脅了個體與公共健康，也破壞了公

共信任與社會安定（Rodgers & Massac, 2020）。

虛假資訊指未經確認是否具有誤導意圖的非事實性資訊，包括捏

造的新聞、篡改或編造的視頻或者圖片、未經核實的突發信息以及片

面的事實資訊等（Koo et al., 2021; Zhou & Zafarani, 2020）。科學家等專

業人士無疑是對抗虛假資訊的中堅力量和理想人群，已有的研究也表

明，專家群體對於虛假資訊的糾正效果要優於非專家群體（Vraga & 

Bode, 2017; Zhang et al., 2021）。但面對海量的社交媒體資訊，他們的

努力杯水車薪（Vraga et al., 2022）。因此，更多的公眾參與特別是具備

專業醫學知識、訓練有素的「準醫生」的參與就顯得尤為重要。

相較於職業人群，醫學生時間相對充裕，更熟悉和擅長使用社交

媒體（Turner, 2015），是對抗網絡虛假健康資訊的巨大潛在力量。無處

不在的虛假資訊使得醫學生時時刻刻面臨著「挺身而出」或「袖手旁觀」

的兩難選擇：他們可以選擇「趨近」（approach）路徑來主動糾正虛假資

訊（Gan & Fu, 2022; Liu et al., 2021）；或者選擇「迴避」（avoidance）路

徑對虛假資訊視而不見，獨善其身（Deline & Kahlor, 2019; Sweeny et 

al., 2010）。

既往研究表明，醫學生在健康闢謠、社區保健及家庭健康教育中

被賦予期望和信任，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溝通策略成為遏制疫苗謠言傳

播的有效力量（Frisch et al., 2022）。新冠大流行期間，亦有研究關注到

醫學生加入人手短缺的重症監護室，擔任線上諮詢服務助手的臨床效

果與社會意義（Passemard et al., 2021; Tempski et al., 2021）。有鑒於

此，激發醫學生更為積極主動地參與虛假資訊治理對於遏制訊息疫情

的傳播擴散以及構建數位社會良好傳播秩序顯得尤為必要且可行。

本研究通過對華中地區某大學醫學院的1,500名醫學生的問卷調

查，探尋了他們應對虛假資訊的心理機制與路徑選擇。研究採用「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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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迴避模型」（approach-avoidance model）審視醫學生在社交媒體環境

中主動對抗和被動防禦虛假資訊的不同路徑機制，企盼為訊息疫情治

理中提升公眾參與的積極性提供決策參考和干預依據。此外，本研究

還區分了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和醫學資訊網站使用對醫學生虛假資訊感

知與應對的差異化影響，這對於傳統媒介效果研究視角的邊界和內涵

均構成了拓展和深化。

文獻綜述

趨近、迴避與虛假資訊應對

「趨近與迴避」相關的研究近年來聚焦於網絡社會人群的威脅應對

等議題，成為一種解釋人類應對創傷、威脅與壓力等的基本反應的經

典理論視角（Roth & Cohen, 1986）。趨近是指主動對抗風險刺激及其後

果應對威脅；而迴避是指通過被動防禦（如忽略威脅性的資訊或者保持

緘默）躲避威脅（Hofmann & Hay, 2018; MacIntyre et al., 2020）。既往的

研究囿於日常風險語境，例如互聯網使用過程中的風險資訊趨近與規

避（Deline & Kahlor, 2019; Goodall & Reed, 2013）、Facebook上的廣告

參與和迴避（Kelly et al., 2020），以及社交媒體上疫情新聞的獲取與規

避（de Bruin et al., 2021; Park, 2019）等，關於特殊情境以及特定人群的

靶向型研究仍有較大開展的空間。

新冠疫情期間，公眾比平時更加依賴社交媒體獲取相關資訊

（Abbas et al., 2021; Kim et al., 2020），虛假資訊接觸又會進一步引發人

們的後續行為，例如虛假資訊被分享傳播之後，一些人會選擇對虛假

資訊予以辯駁（魏然等，2022）；醫務人員也如出一轍（Bautista et al., 

2022a; Negi, 2021）。社交媒體依賴則增加了人們接觸到虛假資訊的風

險（Viswanath et al., 2020），本研究將「趨近－迴避」模型置於虛假資訊

語境下進行探討：人們通過糾正與舉報虛假資訊（Vraga & Bode, 2020a; 

Yang et al., 2022）進行「主動對抗」，可視為趨近導向；人們對虛假資訊

視而不見或保持緘默（Dai et al., 2020）進行「被動防禦」，隸屬於迴避導

向。本研究還進一步嘗試探索在社交媒體日益分眾化和多元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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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是否會對醫學生虛假資訊

的相關感知與行為取向造成差異化影響。

網絡媒體使用與感知威脅

感知威脅是指個體對存在於外界的各種客觀風險的主觀感受與認

知（Mahmood et al., 2021）。虛假資訊本身就是一種客觀風險，特別是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虛假資訊甚至作為一種元風險（meta-risk）在與

疫情原始風險的相互作用下加劇了公眾對原始風險的認知複雜化

（Krause et al., 2020）。新冠疫情和虛假資訊的並行衝擊觸發了公眾的困

惑和恐慌，並且加劇了知識鴻溝，撕裂了社會共識，導致了懷疑、不

信任和非理性行為的頻頻發生（Rocha et al., 2021）。

與社交媒體相比，醫學資訊網站通常提供更多與醫學、健康等專

業有關的資訊（Denecke, 2015），如疾病常識和診療經驗等（Wicks et al., 

2010）；並為醫患提供互動交流平台（Denecke & Nejdl, 2009; Grindrod et 

al., 2014）。Vydiswaran 與Reddy（2019）觀察到線上健康論壇成員（包括

潛水用戶、論壇訪客、新手用戶、醫護從業人員與行業專家）在進行交

流時，健康資訊相較而言呈現出更高的資訊品質與可信度（Denecke & 

Nejdl, 2009），虛假健康資訊的含量與濃度均低於綜合社交媒體平台。

由於公眾在綜合社交媒體上比在醫學資訊網站上接觸到虛假資訊

的可能性更高，因而受到虛假資訊誤導與傷害的可能性更大，因此，

我們推測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比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更能激發醫學生群體

有關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 

假設1： 與新冠疫情相關的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比醫學資訊網站使用

更能顯著正向預測醫學生群體有關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

網絡媒體使用與感知效能 

公共衛生危機期間的網絡媒體使用不僅能提高公眾對於虛假資訊

的感知威脅，也有望增強公眾應對虛假資訊的感知效能（Mahmood et 

al., 2021; Niu et al., 2021）。感知效能是指個人認為自己有能力採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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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去應對挑戰與困難的信心程度（Bandura, 2001）。具體到虛假資訊應

對語境，本研究將感知效能界定為面對社交媒體上的虛假資訊時，個

體對於自己能夠評估、識別和糾正虛假資訊的能力的信心程度。

新冠疫情期間，大量醫學健康相關資訊如臨床指徵、診斷標準、

預防與治療措施等在網絡上的傳播促進了個人健康管理與決策的達成

（Niu et al., 2021）。同時，線上事實核查工具和輔助查證資源（如中國

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騰訊新聞較真平台等）也為公眾識別虛假健康資

訊（Kim et al., 2022）提供了技術支持。有鑒於此，網絡媒介可能會通

過增加人們的疫情知識儲備與提供有力技術工具增強用戶應對虛假健

康資訊的感知效能。

醫學生在醫學資訊網站比在綜合社交媒體上能夠獲得更多可靠的

疫情相關資訊與健康知識（Moorhead et al., 2013; Ventola, 2014），這使

得他們相信自己相較普通人具備更充沛的識別與糾正虛假資訊的能

力。因此，我們假設，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比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更能增

強醫學生群體應對虛假資訊的感知效能：

假設2： 與新冠疫情相關的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比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更能顯著正向預測醫學生群體應對虛假資訊的感知效能。

網絡媒體使用驅動虛假資訊應對的中介路徑探究

經典健康傳播理論如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 Rogers, 1975）與擴展並行處理模型（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EPPM; Witte, 1992）均將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作為核心變量納入

考察。後續實證研究也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探究威脅與效能感知在外

界信息刺激與個體行為反應關係之間的中介效應（Krieger & Sarge, 

2013; Lin et al., 2022）。有鑒於此，本研究試圖考察與虛假健康資訊相

關的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在網絡媒體使用與虛假資訊應對行為關係之

間的中介作用是否顯著。

風險社會情境中，感知威脅對應對行為的影響已經收穫了廣泛的

學術關注（Brewer et al., 2007; Motta Zanin et al., 2020），但相關影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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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研究尚未達成共識（Chaffee & Roser, 1986; Schneider et al., 2021）：

有的學者發現高威脅感知會觸發積極風險防禦行為，如主動接觸風險

資訊、積極對抗風險等（Chi et al., 2021; Coelho et al., 2020），亦有學者

認為較高的威脅感知會觸發人們的被動應對，如對威脅性資訊視而不

見（Song et al., 2021）。

用戶在社交媒體環境中接觸到虛假健康資訊，這些資訊會對其造

成心理威脅。面對虛假訊息的威脅，有的用戶可能會選擇趨近導向的

積極策略，如主動糾正虛假資訊（Chen & Tang, 2023）。這種積極對抗

可以有效減少虛假資訊的濃度，保護弱勢群體免受虛假資訊誤導，促

進積極的「我們」聯合體的形成（Muhlmann, 2008），既有利於個體也有

益於公眾（Hwang et al., 2020）。

與此同時，有的用戶可能會選擇迴避策略，如忽視虛假資訊或保

持緘默（Deline & Kahlor, 2019; Han et al., 2018）。這與既往研究中人們

迴避與癌症有關的資訊從而減輕心理壓力具有相似性（Chae & Lee, 

2019）。迴避式應對能夠節省人們的時間、精力和資源（Sweeny et al., 

2010; Williams, 2021），減輕應對資訊風險的心理壓力與焦慮情緒。

綜上所述，社交媒體使用可能通過影響受眾對於虛假資訊的威脅

感知進而影響其對虛假資訊的應對策略，基於過往研究，感知威脅既

可能觸發醫學生主動糾正、舉報虛假資訊，亦可能觸發醫學生對於虛

假資訊的迴避與漠視。據此，我們做出如下假設：

假設3： 感知威脅在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醫學生對於虛假資訊的

（a）主動對抗行為與（b）被動迴避行為的正向關係中起中

介作用。

傳染病的流行突顯了醫療工作者作為公共衛生訊息傳播者的不可

或缺。醫學教育應當使「Z世代」具備與社區溝通並就醫療保健提供建

議的技能和信心（Frisch et al., 2022），從而展現出更積極和主動的姿態。
EPPM模型（Witte, 1992）指出，更高的效能感知可以促進適應性行

為（adaptive behavior）的採納。近期採用EPPM模型對疫苗接種意願和

防疫政策採納進行調查的研究顯示，感知效能的增強可以有效提高疫

苗接種意願（Gidado et al., 2024; Koskan et al., 2024）與防禦措施採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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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Patte et al., 2022）。也有研究發現，認為自己能力很強並具備足夠

知識的人更有可能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來應對風險（Song et al., 

2023）。因此，我們認為感知效能作為一種驅動力可以讓醫學生在應對

虛假資訊時採取更主動積極的措施。

主動抵制虛假資訊包括履行核實與糾錯的行為（Chen & Tang, 

2023），這意味著個體需要擁有更高的知識水平與更強的技術工具使用

能力。醫學資訊網站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和事實核查資源，可以

提高一個人在評估和識別虛假資訊方面的效能感知。也就是說，醫學

資訊網站使用可能會通過增強用戶的感知效能進而促進其對虛假資訊

的積極抵抗。

假設4： 感知效能在醫學資訊網站使用與醫學生對於虛假資訊的主

動對抗行為的正向關係中起中介作用。

集體主義的調節效應

社交媒體作為公共空間中的訊息源流和眾意平台，許多人將其作

為獲取和學習包括醫療訊息在內的科學知識的主要渠道。這些科學訊

息來源不明、質量不佳、在事實上多數存在錯漏，未經事實核查或未

被引用，通常會導致誤解 （Vraga & Bode, 2020b）、群體焦慮和恐慌

（Sharma & Hasija, 2022），甚至威脅民族健康和國家公共衛生安全

（Ismail et al., 2023）。

虛假資訊的糾正因而顯得非常必要。這種利他行為意味著需要行

動者投入時間和精力成本，保護弱勢群體不被虛假資訊誤導、誘騙，

令更多社會成員獲益（Malik et al., 2023; Zhao et al., 2016）。實證研究表

明，集體主義可以促進健康危機背景下的親社會行為，例如遵循防護

建議（Maaravi et al., 2021），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物質、資訊或情感支援

等（Čavojová et al., 2024; Zhu et al., 2021）。一項越南的研究表明，集體

主義提升了人們對抗虛假資訊的積極性，因為人們希望通過減少虛假

資訊對他人的傷害進而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Rohman, 2022）。

集體主義強調集體責任感和共同命運，將群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

之上，集體主義傾向強的個人通常將自己視為組織公民，更關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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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人，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與利他行為（Finkelstein, 2010, 2012, 

2014）。中國社會被認為是高度集體主義和群體導向的社會（Su et al., 

2021），強調「我們」的身分高於「我」的身分、群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群體需求先於個人欲望與需求（Ting-Toomey & Dorjee, 2018）。無論是

「指揮－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Ning et al., 2020）的防疫政策抑

或是文化價值觀，集體主義作為「一種將集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

心理傾向」（Hofstede & Bond, 1984; Pian et al., 2019），是理解中國社會

中個體社會行為抉擇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Oyserman et al., 2002）。有

鑒於此，我們推測在媒介使用與虛假訊息應對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可

能會受到集體主義的調節。

假設5： 集體主義調節了醫學生對於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對綜合社

交媒體使用與主動對抗行為這一中介機制的後半路徑，即

集體主義水平越高，感知威脅對虛假資訊的主動對抗的預

測力越強。

假設6： 集體主義調節了醫學生對於虛假資訊的感知效能對醫學資

訊網站使用與主動對抗行為這一中介機制的後半路徑，即

集體主義水平越高，感知效能對虛假資訊的主動對抗行為

的預測力越強。

研究方法

抽樣和資料收集

2022年4月，我們對華中地區某大學醫學院的1,500名醫學生進行

了線下問卷調查。我們分別從該醫學院的基礎醫學、臨床醫學、護理

學和公共衛生四個專業中挑選並培訓了四名協調員協助收集資料。協

調員在各專業定期舉行的內部大會上向學生發放調查問卷，以試圖覆

蓋不同培養階段（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受訪者。問卷填寫耗時約10

至15分鐘。最終共有1,483名受訪者完成了調查，回應率為86.53%。

在有效樣本中，42.20%為男性，57.80%為女性。受訪者的平均年

齡為22歲（SD = 0.49），最小的17歲，最大的40歲。70.43%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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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科生，碩士生佔19.69%，博士生佔9.88%。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

徵見表一。

變項測量

與新冠疫情相關的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我們採用七分量表測量受

訪者通過微博、微信和QQ三種綜合型社交媒體接觸新冠疫情資訊的頻

率 （從「從不」=1分，到「總是」=7分）。

與新冠疫情相關的醫學社交媒體使用：我們採用了七分量表測量

受訪者在醫學資訊網站（如梅斯醫學、PubMed等）或線上醫學論壇（如

丁香園）接觸新冠疫情資訊的頻率（從「從不」=1分，到「總是」=7分）。

兩個題項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r = .66, p < .001）。

表一　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徵

人口統計學特徵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N = 1,479）

女性 855 57.81%

男性 624 42.19%

培養階段（N = 1,478）

本科生 1,041 70.43%

碩士生 291 19.69%

博士生 146 9.88%

實習（或見習）時長（N = 1,476）

從未實習過 356 24.12%

半年及以內 450 30.49%

半年以上，一年半及以內 415 28.12%

一年半以上，三年及以內 228 15.44%

三年以上 27 1.83%

專業（N = 1,483）

基礎醫學 387 26.10%

臨床醫學 390 26.30%

護理學 307 20.70%

公共衛生 399 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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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我們使用了改編自Yang和Horning

（2020）和Liu和Huang（2020）的四個題項測量受訪者對新冠疫情相關虛

假資訊的威脅感知狀況。受訪者需要回答對於以下論述的同意程度（從

「完全不同意」=1分，到「完全同意」=7分）：（1）我常常很難判斷自己在

社交媒體上看到的新冠疫情相關資訊是真還是假；（2）我常常擔心自己

在媒體上看到的新冠疫情相關資訊可能是錯誤的；（3）我認為自己會被

媒體上的疫情相關虛假資訊誤導；（4）我認為自己的決策會被媒體上的

疫情相關虛假資訊干擾。

應對虛假資訊的感知效能：我們使用了改編自Norman和Skinner

（2006）的三個題項測量受訪者應對新冠疫情相關虛假資訊的效能感知

狀況。受訪者需要回答對於以下論述的同意程度（從「完全不同意」=1

分，到「完全同意」=7分）：（1）我知道如何借助線上工具（如騰訊事實

核查平台、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等）識別新冠疫情相關虛假資訊；

（2）我認為自己有能力糾正新冠疫情相關虛假資訊；（3）我認為自己能

夠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正確的新冠疫情相關資訊。

集體主義：為了測量集體主義傾向（Yoo et al., 2011; Zhu et al., 

2021），受訪者需要回答對於以下論述的同意程度（從「完全不同意」=1

分，到「完全同意」=7分）：（1）人們應該為了群體犧牲個體利益；（2）

群體利益比個人利益更重要；（3）群體成功比個人成功更重要；（4）個

人只有在考慮了群體利益之後才能追求個人利益；（5）哪怕個人利益受

損，也應該保持對群體的忠誠。

對虛假資訊的主動對抗行為：我們使用了從過往研究中改編的三

個題項（Tandoc et al., 2020）測量受訪者對新冠疫情相關虛假資訊的主

動對抗行為狀況。具體測量方法是請受訪者回答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遇

到虛假資訊時的應對狀況（從「一定不會」=1分，到「一定會」=7分）：

（1）我會在這條虛假資訊下發表評論，指出該資訊是錯誤的；（2）我會

給發佈這條虛假資訊的使用者發私信，告訴他該資訊是錯誤的；（3）我

會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上發佈正確的資訊。

對虛假資訊的被動防禦行為：測量被動防禦行為的兩個題項改編

自過往研究（Howell & Shepperd, 2016; Yang & Kahlor, 2013）。我們請

受訪者回答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遇到虛假資訊時的應對狀況（從「一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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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1分，到「一定會」=7分）：（1）我會無視這條虛假資訊；（2）我會

取消關注發佈這條虛假資訊的使用者。兩個題項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r 

= .15, p < .001）。

控制變項：此外，本研究的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培養階段（1=本科

生；2=碩士生；3=博士生）和臨床實習（或見習）時長（0=未參加過；1=

半年及以內；2=半年以上，一年半及以內；3=一年半以上，三年及以

內；4=三年以上）。過往研究表明，這些人口統計學變項與個人應對虛

假資訊的態度和行為密切相關（Chen et al., 2015; Vraga & Bode, 2017）。

數據分析

統計方法

假設1與2通過SPSS 23.0軟體中的階層迴歸分析進行驗證。通過
Hayes（2013）PROCESS macro程式中的模型4檢驗假設3與4，即感知

威脅與感知效能對於媒體使用與虛假資訊應對行為關係之間的中介效

應是否成立。此外，通過Hayes（2013）PROCESS macro的模型14檢驗

假設5與6，即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對媒體使用與主動對抗虛假資訊關

係之間的中介效應是否受到集體主義的調節。所有的數據分析均將性

別、培養階段、臨床見習時長作為控制變項納入研究。

信效度分析

為了檢驗測量模型，我們考察了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平均提取方差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詳情見表

二。組合信度從 .72到 .91，超過了Fornell和Bookstein（1982）推薦的 .70

的水準，證實了內部一致性。AVE估計值從 .51到 .68不等，超過了
Fornell和Larcker（1981）建議的 .50的下限，支持收斂性。表二還顯

示，AVE的所有平方根都大於相應行和列的非對角線相關值（Fornell & 

Larcker, 1981），區別效度得到了保證。綜上，測量模型顯示了足夠的

收斂性和有效性。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5).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231

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

表二　組合信度、AVE、平均值和相關性

CR AVE M（SD）
綜合社交

媒體

醫學資訊

網站

感知

威脅

感知

效能

集體

主義

主動

對抗

被動

防禦

綜合社交媒體 .72 .51 4.53 (1.49) .71

醫學資訊網站 - - 3.30 (1.54) .28*** -

感知威脅 .89 .68 3.92 (1.44) .14*** .02 .82

感知效能 .77 .53 4.38 (1.19) .18*** .22*** –.02 .73

集體主義 .91 .67 4.46 (1.28) .14*** .08** .04 .26*** .82

主動對抗 .76 .52 4.07 (1.40) .14*** .20*** .11*** .30*** .23*** .72

被動防禦 -   - 4.85 (1.29) .11*** .07** .10*** .18*** .15*** .24*** -

註：CR：組合信度； AVE：平均提取方差值；M：平均值；SD：標準差；*p < .05；**p < 

.01；***p < .001

媒體使用對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的直接影響

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表三），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對虛假資訊的感

知威脅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 .14, p < .001），而醫學資訊網站使用和

感知威脅之間的關聯（β = –.01, p > .05）是負相關且不顯著的。此外，

本研究通過Cohen與Cohen（1983）的方法，檢驗兩個迴歸係數之間的差

異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結果顯示，在對於感知威脅的預測力

方面，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和醫學資訊網站使用beta值之間的差異非常

顯著（t = 4.06, p < .001）。也就是說，與新冠疫情有關的綜合社交媒體

使用比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更能正向預測有關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假

設1因此獲得支持。

迴歸分析的結果還顯示，綜合社交媒體使用（β = .11, p < .001）和

醫學資訊網站使用（β = .13, p < .001）都與感知效能有正向且顯著的關

聯。通過Cohen與Cohen（1983）的方法，檢驗兩個迴歸係數之間的差

異並未達到顯著水準（t = 0.59, p > .05）。換言之，與新冠疫情有關的綜

合社交媒體使用與醫學資訊網站使用對於感知效能的正向預測力之間

並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假設2沒有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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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預測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階層迴歸分析

自變項 感知威脅 感知效能

第一階層

性別 .03 (.08) .06 (.06)

培養階段 –.13* (.06) –.10* (.05)

臨床見習時長 .02 (.04) .01 (.03)

Adjusted R
2

0.10% 1.20%

第二階層

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14*** (.03) .11*** (.02)

醫學資訊網站使用 –.01 (.03) .13*** (.02)

Total adjusted R
2

1.90% 6.60%

註：N = 1,442；表格中β係數為所有變項均輸入迴歸方程式後的最終非標準化迴歸係數，括

號中數字為標準誤（SE）；***p < .001；**p < .01；*p < .05

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的中介作用

表四顯示，感知威脅在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對虛假資訊的被動防禦

之間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β = .010, 95% CI = [0.004, 0.020]），與此同

時，感知威脅在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和主動對抗之間的中介效應也顯著（β 

= .012, 95% CI = [0.004, 0.022]）。因此，假設3a與3b均獲得支持。

中介分析結果還顯示，感知效能在醫學資訊網站使用與主動對抗

之間的中介效應達到顯著水準（β = 0.052, 95% CI = [0.037, 0.072]）。假

設4因此獲得支持。

表四　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N Effect
95% CI

LLCI ULCI

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對虛假資訊應對行為的間接影響

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 感知威脅 → 被動防禦 1,450 .010 0.004 0.020

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 感知威脅 → 主動對抗 1,447 .012 0.004 0.022

醫學資訊網站使用對虛假資訊應對行為的間接影響

醫學資訊網站使用 → 感知效能 → 主動對抗 1,440 .052 0.037 0.072

註：係數已作標準化處理；CI = 置信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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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中介效應

通過Hayes（2013）PROCESS macro的模型14，本研究繼續檢驗在

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的中介效應下，集體主義的調節效應是否成立。

取集體主義的平均值、低於一個標準差以及高於一個標準差的分數進

行自抽樣（bootstrap）檢驗，結果顯示在感知威脅對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與虛假資訊主動對抗行為關係之間的中介效應下，集體主義的調節效

應並不顯著（b = –.003, SE = .003, 95% CI = [–.009, .003]），因為95%的

置信區間跨過了零。假設5因此沒有獲得支持。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還顯示，在感知效能對醫學社交媒體

使用與虛假資訊主動對抗行為關係之間的中介效應下，集體主義的調

節效應也不顯著（b = .002, SE = .004, 95% CI = [–.005, .010]）。因此，

假設6也沒有獲得支持。

表五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因變項 自變項
擬合指標 係數顯著性

R R
2

F (df) Beta t

主動對抗

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0.39 0.15 36.02 (7)

  .03 1.04

醫學資訊網站使用         .13*** 4.96

感知威脅     .17* 2.13

感知效能       .19** 2.57

集體主義   .17 1.67

感知威脅*集體主義 –.09 –.93

感知效能*集體主義   .07   .56

結論與討論

社交媒體中滋蔓難除的虛假資訊會造成不良社會後果，訊息鴻溝

及數字不平等會進一步加劇疫情後社會中的健康差距，弱勢群體面臨

的訊息流行病導致的感染風險與健康損害將更加嚴重（Lin et al., 

2022）。因此，對氾濫的虛假資訊進行治理是迫切而必要的（Liu & 

Huang, 2020; Yang & Tian, 2021）。 本研究對於如何動員醫學生群

體—具備高於平均水準醫學知識的「Z世代」—參與對抗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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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虛假健康資訊的機制路徑進行了深入探究。研究發現，與新冠疫

情相關的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和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會對醫學生與虛假資

訊相關的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產生不同影響；不同感知又會驅動醫學

生採取不同的虛假資訊應對策略—主動對抗或被動防禦，這意味著

通過恰當的媒介干預策略進行打擊虛假資訊的動員、激勵與調節能夠

產生更理想的治理效果。

與假設一致，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比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更能正向預

測與虛假資訊相關的感知威脅。但兩種媒介使用對於感知效能的正向

預測力並沒有顯著差異。公共衛生危機期間，社會化媒體大大增加了

人們對疫情相關訊息的接觸機會（金兼斌等，2023）。民眾對健康議題

關注佔據新聞頭條，社交媒體較之以往大量引用和轉載醫學資訊網站

上的相關資訊，為公眾更好地學習防護技能、獲取健康方面的知識提

供平台（Ghalavand et al., 2022）。這一特殊時期，醫學生從社交媒體與

醫學資訊網站均能獲取有用的醫學資訊及事實核查資源（Niu et al., 

2021）。因此，社交媒體與醫學資訊網站上關於醫學訊息的鴻溝較之平

常明顯縮小，兩種媒介使用均對提升感知效能有顯著正向效果。 

研究表明，綜合社交媒體使用通過增強醫學生與虛假資訊相關的

感知威脅，既可以驅使其主動對抗虛假資訊，亦可能觸發其對於虛假

資訊的迴避行為。社交媒體的巨大優勢從某種程度上被稱之為醫學知

識傳播的巨大威脅（Sharma & Hasija, 2022）。社交媒體將更多的虛假健

康訊息映入醫學生的眼簾，這有可能加劇他們感知到的威脅「無處不

在」以及個體的「無能為力」，從而採取迴避行為（Deline & Kahlor, 

2019）；也會突顯傳染病造成的疾苦與傷亡從而推動醫學生挺身而出參

與打擊治理（Sun & Ma, 2023）。當虛假訊息與流行病一樣由社會感染

（social contagion）衍生傳播（Kucharski, 2016），醫學生同時處於雙重洪

流交匯中，疫情傳播的烈度、工作壓力的境況、集體的境遇以及個體

面對的挑戰均會導致不同應對行為的選擇。

研究結果還顯示，集體主義對於媒介使用與虛假訊息應對行為 

之間中介效應的調節作用並不顯著。既有研究發現了集體主義在波及

健康行為的勸服中體現出積極作用，例如疫苗接種、政府建議的防疫

行為採納（Li et al., 2019）；但積極主動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通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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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依靠「自律」（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或憑藉「同情心」達成（Sun & Ma, 2023）。另一方

面，集體主義對於利他行為的促進更多發生在當個體意識到「他人」或

者社會弱勢群體更易受到傷害時。例如，疫情期間的研究發現，當受

訪者認為「他人」更易感染新冠時，集體主義會促使受訪者伸出援助之

手，為他人提供信息支持與物質資源（Zhu et al., 2021）。也就是說，集

體主義對於集體層面的感知威脅與利他行為關係之間的調節作用是顯

著的，但個體層面的威脅感知與集體主義之間的交互作用不一定能促

進利他行為的實現。

囿於調查開展條件的局限，特別是疫情存續期間的環境和政策限

制，本研究仍有可以改善的空間。首先，本研究是通過橫截面調查考

察了各變項之間的關聯，雖然可以較完整地回應研究主題，但只展示

了變項間的相關性，並未揭示變項之間的因果關聯，期待未來能通過

縱向研究或實驗方法建立並驗證因果機制。

第二，本研究的部分測量存在局限性。例如，我們對於「綜合社交

媒體使用」的測量是將受訪者使用微博、微信與QQ接觸新冠疫情相關

資訊的頻率進行粗略地加總計算。事實上，這三種社交媒體的核心功

能與用戶使用模式存在顯著差異，不可一概而論。因此，未來的研究

有必要對社交媒體使用進行更為細緻的區分與界定，以縮小測量誤差。

第三，本研究探討了媒介使用觸發的不同感知對虛假資訊應對行

為的影響機制，但不同感知之間的交互作用對應對行為的可能影響仍

待進一步探索，特別是感知威脅和感知效能之間的互動是否以及如何

影響虛假行為應對的主動與被動策略值得深究。正如EPPM模型（Witte, 

1992）所示，威脅感知和效能感知的交互會成倍數級地影響行為取向，

如高威脅感知／高效能感知會驅動適應性行為，而高威脅感知／低效能

感知則會觸發非理性應對行為。未來針對不同感知交互效應的研究可

能會有更加有趣與新穎的發現。

第四，本研究僅關注了個體層面的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並未對

虛假資訊可能帶來的集體層面的威脅與效能展開測量。作為危及公眾

健康與社會安定的公共難題，虛假資訊對群體層面，尤其是弱勢群體

的危害，可能更易激發人們的保護動機與利他行為；與此同時，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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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效能的「加持」，例如政府與平台治理措施的施行，也更能激發個

體參與式治理的熱情。因此，未來的研究有必要將集體層面威脅與效

能的感知納入考量，全面探究個體參與虛假資訊治理的心理動機。

最後，本研究的另一局限是研究結果的推論能力。我們以華中地

區某大學醫學院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展開調查，由於疫情接近性，本研

究受訪者相較於其他地區醫學生可能有更高的疫情捲入度，因而呈現

出特殊的行為模式。因此本研究的結果並不一定能推論至整個醫學生

群體。未來的研究應通過系統抽樣的方式，把不同地區、不同類型醫

學院校的學生納入考察範圍，才能提高樣本代表性，使研究結果更具

普適價值。

本研究對虛假資訊相關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貢獻，並在實踐操作

上為打擊虛假資訊提供了新的路徑。首先，本研究將趨近－迴避模型

的應用擴展到了虛假資訊應對的場景中，區分了虛假訊息應對的不同

行為抉擇路徑，這為訊息疫情治理和媒介效果研究都開拓了新的理論

視角，管理者可以依據不同的目的設置介入的路徑和調節的靶點。

其次，我們的研究證實了綜合社交媒體和醫學資訊網站在塑造醫

學生對虛假資訊的認知與影響其應對策略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根據受

訪者的身分特點，本研究將網絡媒體區分為綜合社交媒體和醫學資訊

網站兩類，這與之前基於功能的分類（即以內容為導向與以使用者為導

向的類型劃分；Yoo et al., 2020）有明顯區別。研究結果表明，醫學生

的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更有可能強化感知威脅，而醫學資訊網站與綜合

社交媒體使用均對增強感知效能具有顯著效果。這種分類和比較的方

式可以為未來的健康傳播研究以及媒介效果研究提供新思路。例如在

醫學教育和臨床實踐中，可通過專業性媒體這一路徑加強對醫學生知

識促進的作用。

第三，本研究揭示了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在促進積極抵制虛假資

訊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醫學資訊網站使用通過增強用戶的感知效能

進而促進其對虛假資訊的積極抵抗：這些訊息「激發同情和支持其干預

行為」（Cottle & Rai, 2006），為主動抵抗虛假資訊的行動提供了信念支

援。此外，社交媒體使用通過增強用戶的感知威脅亦能促進其主動對

抗虛假資訊，也就是說，適當的威脅與風險感知可以激發個體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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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行為取向。這是本研究一個意猶未盡的「長尾發現」。既然感知

威脅與感知效能均被證實可能觸發醫學生的主動抵抗行為，那麼如何

在不同的傳播情境與媒介空間中有針對性地設置節點，特別是例如單

一策略、組合策略的差異化運用是否會在動員醫學生參與虛假健康資

訊的治理中體現出差異化結果，是值得繼續探索和研究的話題。

在網絡空間中相互矛盾的科學訊息激增的情況下，優質的社交媒

體實踐成為傳遞準確科學訊息的必經之路（Bode et al., 2021; Lee, 2020; 

Lee & Bissell, 2023）。我們的研究致力於動員社會潛在力量特別是「Z

世代」參與共同抵抗虛假資訊，並推動數位社會中良好傳播秩序的構

建：而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均有望成為驅動虛假資訊糾正行為的強大

動能，這在過往研究中曾有草蛇灰線（Malik et al., 2023）並已經在為未

來的研究構築基石。這些研究發現甚至可以在更廣闊的交叉研究視域

中為全健康（one health）和協同治理的實現提供幫助，例如探索和挖掘

醫學教育中的集體主義觀念培養和塑造的適用空間、豐富潛質和多元

效能；而趨近－迴避模型的引入、運用與探索，不僅為虛假資訊的研

究拓展了另闢蹊徑的理論視野，還為虛假資訊應對提供了豁然開朗的

實踐路徑：例如在機器學習、情緒識別和算法推薦等智能傳播語境

中，管理者可以據此來實現更為「對症下藥」的虛假訊息治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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